
















会。 于是，她在 1929 年创作了中篇小说《韦护》，采用的是当时流行




























































之， 是一个不干净的人了。 既然已经有了缺憾， 就不想再有福气
……”可见，表象坚强、自信、乐观的贞贞，还是被传统思想吞噬着，
她内心仍保持着对传统贞洁观的认同， 或者说人们对她的态度迫
使她去认同。 虽然时代在进步，但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
观念依然侵蚀着我们的身心， 对女性自我价值判断和认同造成极
其严重的干扰。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贞贞的出走并不是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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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传统道德压迫而采取的洒脱行为， 她只是想去一个陌生的地
方。 传统的封建道德观是罩在贞贞头上的枷锁，也是罩在千千万万
中国女性身上的枷锁。
从丁玲叙事态度看女性自我价值认同的困境。 文中的“我”用
平等的态度对待遭到非议的贞贞，而作者丁玲--现实生活中的“贞
贞”--作为一个个性鲜明，一向关注女性命运、呼吁女性解放的女
作家，是否就走出了女性自我价值认同的困境呢？ 《我在霞村的时
候》会让熟悉丁玲经历的读者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她的南京“幽禁”
生活。 我们知道丁玲自己也曾有着与贞贞同样被敌人掳掠过的经
历， 她们都拥有同样噩梦般的记忆， 体验着回来之后相同的压抑
感，因此她对贞贞的痛苦几乎是感同身受的。 作者塑造贞贞这个形
象似乎是某种自况、自喻和自我表白：被误解的委屈，对于“清白”
的拷问， 陷入无助的仿徨和痛苦，小说表达的感情无疑是更切近于
作者的真实心态。 难怪有学者田金霞在《论丁玲的孤独》中这样评
断：“ 与其说丁玲关注的是贞贞，不如说丁玲关注的是自己，是同自
己一样遭受过不幸命运的人。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 贞贞的遭遇反
映了丁玲的感受，贞贞的命运中有着丁玲的影子，这就使得她产生
了共鸣，发生了同质同构的契合，因而写得凄婉动人”。
我们可以先从作品中寻找线索。 因为贞贞与丁玲的遭遇有契
合之处，所以作者在感统深受的体验下对贞贞进行观照，并给她安
排了一个带有反抗意味的看似光明的结尾。 之所以说是“看似”光
明而不是“真正”光明的结尾，因为《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结局
可以说是无奈之后的抉择， 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实际上是一种逃
避。 避开自己熟悉的人群，忙碌地生活在不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
知道她的过去，这是贞贞出走最直接的动机，而这个动机甚至高出
其对于革命的热情。 真正的看开和放下应该是直面现实，而不是逃
避退缩。 所以这个结局是有些悲凉的， 是不被理解和接纳后的出
路。 而丁玲在对贞贞寄予无限同情与怜惜的背后，在感同身受的体
验之外，总有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抗争、不平与无奈。 虽然不能完
全论断说丁玲写贞贞实际上是在写自己，但作者的激愤、苦闷之感
却表现得淋漓尽致， 确有一种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意
味。 例如，作品中写出了一些“看客”对贞贞的评价：杂货店老板之
流对她恶语相击，“亏她有脸面回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这
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 而那些妇女们也“因为有了她
才发现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
奸而骄傲了”。 尤其是最后一句妇女们的评论，写得极为尖刻、入木
三分，没有痛彻心扉的体悟恐怕很难写出这样“狠”的句子来。 还有
关于人们鄙视同时又因为贞贞“见过世面”而又带有复杂的羡慕、
揶揄的心理谈论她的戒指等情节的描写，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丁玲
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
虽然丁玲南京“幽禁”经历不仅是单纯的性别问题，还是一个严
肃的政治问题。 然而，我们都知道，丁玲逃离南京到达陕北，受到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很高的礼遇。毛主席的《临江仙》就是一个有力的
证据，这是对她政治清白的一个肯定。而丁玲在创作《我在霞村的时
候》的时候，后来的劫难如“反右”斗争等还没有开始。 那么我们可以
推知，丁玲此时的苦闷是来自性别的，是对自己肉体失贞的苦痛。尽
管丁玲是一个敢爱敢恨、女性主体意识很强的人，但是在延安，她无
法挡住别人议论她的私生活，议论她在南京被捕的那段日子，作为
一个女人，她深深地尝到了难以言明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说丁玲
在看似反抗的坚强的背后却是无法言说的痛楚，在现实面前她依然
摆脱不了性别的围困，陷入女性自我价值认同的困境。
2 女性自我价值认同困境的根源： 女性价值界定与评判
的悖论
“中国女性文化伴随着中国漫长的父权封建制社会形态与文
化形态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可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内涵，这个内
涵中，‘性别/位置/角色/属性’是一串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它们之
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其中任何一个符号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其余
符号意义的同在。 ”女性的角色属性早已被父权制的男权话语所界
定：“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2]她的角色分配也已注定：主内，
做一个贤妻良母孝妇。 这是对女人生命的全部价值的界定和集中
体现。 在由父权制所界定的女性角色属性和角色分配所产生的女
性价值标准评判下，女性如果达不到标准，便会被指责为不是合格
的女人；达到标准但除此之外还做出了其他贡献，也不被格外支持
和肯定；但是如果没有达到标准，即使做出了其他的贡献，她仍然
不是传统审美视野中合格的好女人。 贞贞的所作所为之所以不被
霞村人所肯定就是鉴于这种价值评判标准， 贞贞的行为在他们眼
中可谓“舍本逐末”。 在这种价值标准评判下，为民族做出贡献的贞
贞的存在能让霞村的一些无所事事的落后女人看出自己的崇高和
“圣洁”，并显示出自我优越感来也就不难理解。
同是女人， 中国历史上也有为国家做出贡献而美名传千古的
巾帼英雄。 汉末刘备的夫人孙尚香，是辅助丈夫事业的好帮手；花
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十余载，“木兰从军” 的故事至今被人们广
为传颂。为什么她们能得到人们的肯定和颂扬呢？那是因为这些参
战的女人并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实现其自身价值， 而是作为隶属
于男人的这个“她”的附庸身份偶然得介入战争，以成就男人建功
立业。 花木兰在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最终还是回归“还我女儿装，
对镜贴花黄”（《木兰辞》）的女性性别角色。 孙尚香是作为贤内助而
名传千古受到褒奖的，战功赫赫的花木兰，人们看重的却是她出于
孝道的从军动机。 他们都不是作为女英雄女将军而闻名于世的，而
是作为好妻子、好女儿而受到赞美的。 近代的鉴湖女侠秋瑾虽然无
需换装，以女性的真实身份冲出家庭的束缚投身革命，但她对于个
人的贞节问题一直十分看重， 其言行也极为谨慎。 若出现贞节问
题， 历史对于其功与过又该另当评说， 她的形象未必如此光明了
吧。 贞贞也为革命做出了贡献却沦为人们轻视甚至是唾弃的对象
原因就在于她在贞节方面出现了问题。 所以无论女人在社会上做
出怎样的贡献， 一旦遇到与性别有关的比如贞节问题就会被打入
万劫不复之境地。 所以，从贞洁的少女到贤妻良母孝妇才是传统文
化给女性所作的价值界定，这些价值远在女人其他社会成就之上。
在重重压力、质疑和自身的困惑下，妇女们怀疑自身，失掉自信，甚
至连私下面对自己时都难以找到真正的自我。 这导致女性无法正
确认识自己，也不敢正视自己的真实感受和合理欲望，无法对自身
的价值做出明确的判断，陷入自我价值认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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